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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AI心理咨询师信任构建的机制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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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工智能技术在心理咨询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人-AI 心理咨询师之间能否建立理想的

信任关系以推进心理咨询进程引发人们的思考。基于人-人与人-AI 的信任内容与发展过程的比较分析，研

究从人-AI 心理咨询师信任关系发展的初始期望形成和过程体验确认两个过程，探讨了人-AI 信任的内容、

进程，以及影响人-AI 信任发展的经验线索和体验线索。其中，机械属性启发式、道德启发式和“黑箱”启发

式是构建人-AI 初始技术信任的关键经验因素，而智能体形态线索、拟人化线索和交互行为线索则是信任发

展的核心体验因素。然而，构建人-AI 心理咨询师信任仍面临能力误判与情感联结脆弱的双重挑战。未来

研究需着力探索可解释的 AI 系统，完善法律伦理框架，并通过提升 AI 的共情表达与情境适应能力强化人

机协同的情感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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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ies hold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in the field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However， whether an ideal trust relationship can be established between humans and 
AI psychological counselors to facilitate the counseling process initiates people’s thinking. Based 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and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of trust in human-human and human-AI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stemming from two processes of initial expectation formation and process experience 
confi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AI psychological counselor trust relationships，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content and process of human-AI trust， as well as the experiential and behavioral cues that influence its 
development. Among these， mechanical attribute heuristics， moral heuristics， and the “black box” heuristic 
constituted critical experiential factors in constructing initial technical trust of human-AI， whereas agent 
morphological cues， anthropomorphic cues， and interactive behavioral cues represented core experiential factors 
for trust development. Nevertheless， trust building in human-AI psychological counselors still faces the dual 
challenges of capability misjudgment and fragile emotional connection.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exploring explainable AI systems， improving legal and ethical frameworks， and strengthening the emotional 
bond in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by enhancing AI’s empathic expression and contextual 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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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心理健康服务领域长期受限于专业人力资源

供给不足的困境，这一现实需求推动了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向心理咨询服务系统

的渗透与融合。现有实证研究证实，基于认知行为疗

法原理构建的 AI 对话系统（如 Woebot、Gabby）能够

实现临床干预流程的自动化运作，在服务供给端缓解

心理咨询师的人力资源缺口，并在干预效能端缓解抑

郁症状与焦虑症状等临床症状［1-2］。这些发现系统论

证了 AI 辅助心理咨询的技术可行性与临床有用性。

AI 心理咨询能否被人们所接受并提供积极的

帮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相信 AI 心理咨询

的程度。在传统的心理咨询中，信任作为一种内在

机制，在建立咨询关系和有效治疗中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当来访者与咨询师之间建立良好信任关

系时，他们更倾向于进行真诚对话，表达内心的关

注，并且更愿意接受咨询师的建议和支持。然而，

有研究［3］发现，相比人类决策，人们在一些任务中对

AI 决策表现出更明显的不信任，即所谓的“算法厌

恶（algorithmic aversion）”。这些研究表明，应用 AI
驱动的心理咨询服务可能会面临类似的人-AI 信任

危机，需要深入探讨人-AI 信任关系在心理咨询情

境中的发展特征。因此，本研究旨在系统探讨人

-AI 心理咨询师信任关系的构建机制，通过分析信

任形成的内容、动态发展过程以及核心阻力，以揭

示 AI 技术在心理咨询场景中的信任挑战与优化路

径，为 AI 心理咨询系统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推动

技术与伦理的协同发展，同时为缓解心理健康服务

资源短缺问题提供实践参考。

1　人-人信任与人-AI信任的关系

信任的经典定义是将其视为双方之间的一种

定向交易，即如果 A（委托方）认为 B（受托方）会按

照 A 的最佳利益行事，并接受 B 的行为上的弱点，

则 A 信任 B［4］。有研究者［4］认为人-AI 信任是出于

同样的目的而存在，即信任是试图在风险情境下，

预测 AI 行为结果的影响的一种尝试。当然，人-AI
信任与人-人信任也有诸多不同之处。

人-人与人-AI 的信任关系存在区别（见图 1）。
人-人之间的交互关系存在于同一物理空间中两位

有形的、具体的人类个体之间，因而信任对象具有

明显的确定性、同一性。相比之下，人-AI 交互往往

具有虚拟性，是跨越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交互，

需要借助一个 AI 智能体与人类进行交互。而人们

普遍认为这一 AI 智能体不具备自由意志和自主

性，也不具备责任、道德和法律主体地位［5］。这就导

致人们不得不去综合考虑除这一虚拟的 AI 智能体

之外的 AI 技术系统，以及该系统的设计开发人员

和所属组织机构的可信赖度。因此，人对 AI 的信

任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分布式特征，给人-AI 信任关

系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

人-AI 信任的发展过程与人际信任有所不同。

人际信任最初是基于对受托人行为的可预测性，因

为人们倾向于谨慎地与陌生人建立人际关系［6］。随

着人际关系的发展，受托人的可靠性或诚信成为信

任的核心基础。最后，完全成熟的人际关系是建立

在信仰或仁慈（benevolent）的基础上的［6］。相比之

下，人-AI 之间的信任关系似乎是以相反的方向发

展。人们对 AI 往往表现出积极或消极的偏见，在

使用 AI 之前就已经对 AI 技术有具体的看法与态

度。因此，人-AI 之间最初的信任是建立在人对 AI
技术信仰的基础上的。随着人 -AI 智能体（agent）
交互体验的深入，由于积极或消极的使用体验，

人-AI 信任会进一步发展或迅速消失［7］。而从长远

来看，AI 的可靠性、可预测性和安全性等因素取代

图 1　人-人（a）信任与人-AI（b）信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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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信任成为建立 AI 信任的主要内容［7］。

2　人-AI心理咨询师信任关系的发展过程模型

基于以往关于人-自动化技术信任以及人-AI 信

任［4， 6-7］的相关研究，本研究提出人-AI 心理咨询师信

任关系的建立过程模型（见图 2）。在该模型中，

人-AI 心理咨询师之间的信任具有三个层次，一是对

给智能体提供行动逻辑的 AI 技术本身的信任，二是

对与来访者直接交互的智能体（如具有实体存在的机

器人或虚拟 2D/3D 人物）的信任，三是整合 AI 技术

和智能体信任而形成的对 AI 心理咨询的信任。

2. 1　基于任务技术匹配的人-AI 初始技术信任

在与 AI 心理咨询师直接接触之前，人们基于

自身的过往经验、他人的评价和社会文化背景等因

素，就已经对 AI 技术的能力、优缺点及其是否适用

于心理咨询有了初步认知，并据此形成 AI 心理咨

询的期望与初始技术信任。社会认知理论将人描

述为认知吝啬鬼，人们根据认知启发或心理捷径

（由情境线索触发的心理启发式，而不是仔细和费

力评估的经验法则）做出行为反应［8］。这个过程遵

循“如果—那么—因此”逻辑，一旦人们识别出源线

索（AI、心理咨询师），则会触发相关的启发式（例

如，AI 是智能、程序化和客观的等），进而影响人们

对 AI 心理咨询师的态度、体验与行为。因此，咨询

期望与 AI 刻板印象内容是构建人-AI 初始技术信

任的基础，探讨这些经验和启发式线索有助于理解

AI 技术初始信任发展的内在心理机制。

2. 1. 1　机械属性启发式

AI 的机械属性即是建立人 -AI 初始技术信任

的助推力也是阻力。心智理论认为个体倾向于将

“心智”概念解构为能动性和感受性两个维度［9］。能

动性指的是分析和推理的能力，而感受性则涉及体

验和同理心的能力［9］。研究者［10］认为，尽管人们可

能已经承认 AI 在能动性方面超越了人类，但仍认

为“体验性”是人类独有的特征。相关研究［11］表明

在工作分配和调度等具有机械性质的任务中，AI 的

决策被认为与人类的决策一样公平和可靠，但在员

工招聘和工作评估等更以人为中心的任务中，AI 决

策与人类决策相比被认为欠缺公平性和可靠性，更

容易引发人们的负面情绪。换句话说，人们普遍认

为人类解决问题的方法更灵活、更人性化，而 AI 的

方法机械、缺乏情感。而心理咨询过程具有明显的

社会特征，如情绪和互动，这些特征显著影响个体

继续咨询的意愿。从心智理论的角度来看，机械启

发式会让人们认为 AI 在感受性维度上的缺陷，否

定 AI 具有人性，从而拒绝在心理咨询过程中进行

平等的互动。

2. 1. 2　道德启发式

与人际信任关系一样，正直和仁慈这些人类特

征也是影响人-AI 心理咨询师信任关系发展的关键

因素。有研究者［12］在分析了 22 个主要的 AI 道德

伦理准则后发现，隐私、公平、非歧视、问责制、透明

度和安全是最受关注的主题。机器启发式将 AI 的

精确性和自由行为归因于机器本身的运作，不受人

为干预及人类的生物性缺陷影响。调用这种启发

式可能会鼓励信息披露，因为人们相信 AI 会根据

法律规则处理自己的私人信息，而不会像人类那样

喜欢八卦、容易泄露秘密。然而，触发机器启发式

同时也可能令人们感到担忧。一方面，是 AI 心理

咨询师的主体道德意识问题。自由意志、感受性或

情感体验能力与道德行为密切相关，但人们通常否

认 AI 具有这些特性［5］。这种否认可能会将 AI 排

除在人类的道德圈之外，认为 AI 无法像人类一样

从道德和伦理角度来评估行为和决策的后果。由

于主体道德意识的缺失，人们倾向于认为 AI 不能

图 2　人-AI心理咨询师信任关系的发展过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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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究法律责任，而应该由 AI 的提供者对其行为

结果负责［13］。智能体的主体道德意识薄弱性以及

责任主体的模糊性可能会破坏人们对 AI 心理咨询

师的信任。另一方面，人们认为互联网时代的无线

网络是公开的，这让他们感到自身的隐私信息容易

遭到攻击、窃取。这种公开性启发会让人们形成

“在公共场合咨询心理健康问题这类私人事务是不

安全的”的经验法则，也会破坏人 -AI 信任关系的

发展。

2. 1. 3　“黑箱”启发式

具有可解释性的 AI 可以让人们对 AI 的决策

结果更有信心。但是，近年来 AI 的复杂性剧增，加

之普通大众与 AI 技术接触的有限性，普通大众基

本无法得知智能体背后的算法是如何编程、运行

的。从用户的角度来看，AI 就是一个“黑箱”，具有

未知性和不可解释性，而当面对这种不确定性条件

时，人们倾向于提高建立信任的阈值，导致对 AI 的

不信任［14］。

不可解释性导致人们对 AI 有用性和安全性感

知产生偏差，进而破坏人-AI 之间的信任关系。一

方面，AI 的“黑箱”启发式会让人们不确定 AI 是否

使用了可靠的训练数据，所实现的算法在统计和建

模上是否适合心理咨询，也不确定算法的目标设定

是否合理有效。缺乏可解释性信息可能让人们对

智能体的能力感知出现偏差，导致对智能体的不信

任。相关研究［14］表明，当 AI 系统能够向人们解释

其行动的依据时，更可能被认为是具有高有用性及

易用性的，其所提出的建议也更容易被接受。另一

方面，人-人信任的基础是相互之间的坦诚与真实沟

通，人们更倾向于信任那些表现出诚实和真实的

人。AI 算法的“黑箱”启发会增加了人-AI 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人们可能会质疑智能体背后隐藏的动

机和意图，导致较高的风险感知与信任成本。

2. 1. 4　期望与初始技术信任

初始阶段的期望与初始技术信任的形成以启

发式加工为主，系统式加工为辅。系统性加工更强

调个体经过仔细思考、分析和评估信息，以作出决

策或形成判断。人们触发的 AI 启发式、心理咨询

期望信息往往是零散、缺少联系的，需要应用比较、

分析、推理和预测等系统式加工策略对零散的启发

式信息系统加工，将多个相关信息进行整合并与可

信度判断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形成对 AI 心理咨

询的期望与初始技术信任，这些内容在接下来人-智

能体的交互过程中进一步被确认或修正。

2. 2　基于过程体验线索的人-智能体信任

良好的交互体验可以促进咨访信任关系发展，

但与人-人面对面的直接交互行为有所不同，人-AI
智能体之间的交互更多依赖于自然语言处理、语音

识别和人机界面等技术支持，在传达和理解信息方

面存在诸多阻碍。尤其在虚拟或嵌入式 AI 智能体

交互时，一些非语言线索在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互动

中会被过滤掉，导致交互质量受到影响。尽管如

此，仍有大量语言与非语言线索交互线索会影响

人-AI 交互体验，如视觉体验线索、文字提示体验线

索、语音提示体验线索以及反馈体验线索等。具体

分析这些体验线索以及其激发的启发式，有助于深

入理解人-AI 智能体信任关系的发展。

2. 2. 1　智能体形态线索

智能体是否具有有形的物理存在是影响智能

体信任的因素之一。例如，有研究［15］发现人们对 AI
实体机器人的依从性比对相同的 2D 虚拟智能体的

依从性更高。人与 AI 实体机器人处在一个共同的

物理空间是双方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产生关联的一

个关键非语言因素，如果交互双方的环境不相关，

可能会削弱沟通的质量。而借助媒介技术（虚拟 AI
或嵌入式 AI）的沟通会给人们带来各种各样的限

制，包括因为没有身体的共同在场而导致无法建立

共识。

没有有形的物理存在，类人或类动物的虚拟智

能体也可以提高人-AI 信任。研究［16］表明，与没有

明确可视化智能体的情况相比，人们在与以 2D 虚

拟图像形式存在的智能体交互时，报告了更高的内

在动机。也就是说，虚拟智能体通过具体化的形象

引发人们积极的情感体验，进而通过这一情感路径

构建人 -AI 信任关系。相关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

点，如 Chattaraman［17］等发现在一个模拟零售网站

中，虚拟智能体可以显著降低老年用户的焦虑，提

高社会支持感知。

2. 2. 2　拟人化线索

一般而言，人们对 AI 机器人的拟人化感知会

增强交互过程中的信任感［9］。相较于非人形机器

人，人形机器人更容易被赋予“友好”“善于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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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人喜欢”等温暖属性，这些积极体验与个体的情

感信任密切相关［18］。此外，拟人化特征也被视为一

种反映高智能的启发式线索，甚至可能影响人们对

AI 的道德判断。例如，相较于机械外观的机器人，

拟人化机器人被认为更可能作出类人的道德决

策［18］。然而，也有研究［19］指出，与人类相似并不必

然意味着对高能力或高智商的判断。例如，在以合

作为导向的团队活动中，团队建设虽能提升成员对

机器人拟人化特征的感知，却并未增强对其智能水

平的评价。

需要注意的是，不恰当的拟人化线索反而可能

会引发人们的不适反应。当人类与机器人或虚拟

角色进行互动时，当这些角色趋近于人类的外貌和

行为特征但未完全达到人类的真实程度时，会引发

观察者的不适与厌恶感，即出现“恐怖谷效应”［20］。

这种不适感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接触到外貌

非常接近人类，但行为或表情稍有偏差的虚拟角色

时，人们很容易产生将其作为人类的期待。然而，

一旦智能体存在微小缺陷或不自然之处，观察者会

感受到一种与人类正常社交互动相违背的经验。

有研究［20］已表明，当人们察觉出 AI 表现出共情能

力时，人们会出现认知失调，出现恐怖谷效应。在

设计 AI 心理咨询师的外观线索时，应特别关注避

免出现该效应。

2. 2. 3　交互行为线索

人际交互是发展和建立信任关系的主要途径

之一。人际交互不仅让人们能够了解彼此的行为、

态度和价值观，还让人们能够理解并回应对方的情

感状态，产生更强的情感联系和亲密感，进而改善

互动的质量，增加彼此的信任度和满意度。与人-人

交互一样，人-AI 之间的即时交互行为也有类似的

功能。研究［21］表明，使用手臂手势可以提高智能体

的受欢迎程度、社交参与度以及能力表现感知，适

当使用眼神凝视可提高智能体的可理解性和信任

感，面部表情增加了人们对智能体的共情和友善程

度。智能体的这些交互行为的功能性意义不仅在

于向人们传递认知、情绪信息，还让人们相信与其

交互的智能体是智能的，因而有助于人-AI 信任关

系建构。

2. 3　确认与人-AI 信任

与初始阶段一样，体验阶段的人-AI 智能体信

任关系发展除了依赖对体验线索的启发式加工外，

系统式加工也非常重要。系统式加工的功能意义不

仅在于深度分析体验线索启发式结果的合理性，还

在于通过期望—确认过程修正初始阶段形成的初始

技术信任。一个很少接触新技术的人在与 AI 心理

咨询师交互之前对 AI 技术的信任度很低，对 AI 心

理咨询师的期望较低，这种态度可能在良好的人-智

能体交互体验之后出现转变，因为智能体的表现远

远超出他的预期。相比之下，消极确认可能会让人

们信任中断，并拒绝继续使用 AI 心理咨询服务。

3　信任发展的挑战与研究展望

3. 1　能力误判

对 AI 能力精准的判断对构建合理的信任关系

至关重要。人们在交互体验过程中很难根据 AI 心

理咨询师的实际表现敏感地辨别其客观的水平，而

是主要受其经验线索和体验过程中的能力启发式

线索的影响，因而信任校准在人-AI 交互中显得很

有必要。Andrist 等［22］研究发现，在 AI 辅助知识回

答的情境下，仅提供较高准确率的正确答案是不足

以建立人们对智能体的信任（在高可靠性条件下，

智能体所提供的建议正确率为 83%，而在低可靠性

条件下正确率为 50%），反而智能体的外貌吸引力

（如面容、声音）对人们选择是否接受 AI 建议的影

响更大。在人-AI 交互中，如果不提供准确的能力

启发式线索，可能造成人们对 AI 能力的误判而产

生信任偏差。因此，在未来的研究或实践中，有必

要在设计智能体时添加合适的能力启发式线索，如

身份线索、面部表情线索，以校准人们对 AI 的能力

感知与信任水平。

3. 2　脆弱的人-AI 社会情感关系联结

建立良好人-AI 信任的核心难点在于人-AI 情

感关系联结的脆弱性。共识由一系列“相互间的了

解、相互间的信赖和相互间的假设”组成，这是两个

人沟通的关键，是建立人际信任关系非常重要的前

提条件。而人与 AI 之间巨大的主观、客观差异给

人 -AI 沟通带来许多局限，导致人 -AI 社会情感关

系联结非常脆弱。

3. 2. 1　人与 AI缺少共同的空间在场

在面对面的人与人心理咨询中，来访者与咨询

师在共同的物理空间中，彼此觉察对方的视角和方

向定位是一个基本的东西，这给咨访双方带来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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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感知、理解以及联合注意的可能性。而在与

虚拟智能体或嵌入式智能体的交互过程中，人与 AI
心理咨询师不在一个空间，无法共享一个共同的物

理参考框架。也就是说，物理时空和数字时空的巨

大鸿沟，让来访者难以产生与 AI 心理咨询师身临

其境的临场体验，这会妨碍沟通以及建立共识，进

而影响信任的发展。除此之外，精神分析理论强调

给来访者提供一个安全的抱持性环境的重要性，以

培养来访者心理改变的可能性［23］。在没有这样一

个由人类心理咨询师所提供和管理的物理空间支

持的 AI 心理咨询服务中，如何确保环境的安全性

以及来访者对心理咨询持续性的注意投入 ，对

人-AI 信任关系发展和咨询效益同等重要。

3. 2. 2　 对 人 与 AI 的 道 德 、法 律 评 价 框 架 具 有

不对称性

研究［24］表明，人们对待人类和 AI 执行的是两套

一样的道德评价框架。例如，许丽颖等［24］的研究发

现，相对于人类歧视，人们对 AI 算法歧视的道德惩

罚欲更少。还有研究［25］发现人们对 AI 的道德要求

似乎都更关注“不伤害”原则，而不是“行善”原则。“行

善”原则旨在改善人们的社会福祉，也是心理咨询中

必要的道德原则。这意味着人-人交互常用的道德、

法律评价框架并不直接适用于人-AI 交互，让人们不

得不分配大量认知资源去考虑 AI 心理咨询师、AI 心

理咨询服务提供者是否会以人们的最佳利益行事。

在未来，需要通过提供可解释性信息、法律法规信息

等方式明确 AI 的道德、法律主体地位，以缓解人们

的安全与风险担忧，提高人们对 AI 技术的信任度。

3. 2. 3　人与 AI缺少共同的心智模型

人-人之间的联系包含一系列的具身性活动，即

Merleau-Ponty 所称的“身体交互性（intercorporeity）”，
两个身体之间的沟通——“正因我的身体感知到了

另一个人的身体，我发现自己的意图神奇地延伸到

了另一个人的身体上”［26］。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理解

该观点，即人类的镜像神经元让人们可以理解交互

对象的愿望、感受和信念等心理状态［27］。尽管 AI
心理咨询师具有利用算法模仿人类心智模型的潜

力，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来访者的心理状态，但研究

表明人们对待人类同伴和智能体的态度和行为存

在很大的差异［3］。这让来访者很难确定自己的认

知、体验和行为是否能被准确理解，也无法确定用

人类的心智模型去考虑 AI 的行为是否同样具有适

用性。共同的心智模型虽然在心理咨询中不具备

直接的治疗性，但对咨访双方的共情理解和信任关

系建立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究人们是如何想象、对待

AI 心理咨询师的。首先，进一步探索人们是如何想

象、体验或预测 AI 心理咨询师的愿望、感受和信念

的。人们是以自身的心智模型为基础，从人类感知觉

的视角理解 AI 心理咨询师，还是设身处地从 AI 算

法运行原理的角度来理解 AI 心理咨询师的，需要更

深入的研究。其次，进一步探究 AI 的可解释性对

人-AI 信任的影响。提供 AI 的可解释性信息被认为

是提高人-AI 信任的潜在途径［15］。然而，如果人们将

智能体视为真人来看待并与之展开平等交互，对其解

释 AI 的工作原理与过程是否会破坏这种拟人化倾

向，导致共情理解与信任关系被破坏呢？与一些理性

的分析性任务不同，社会情感交流在 AI 心理咨询中

同等重要，构建可解释的 AI 心理咨询系统可能需要

关注其独特的用户需求与任务特点。最后，研究［27］已

表明镜像神经系统对共情理解的重要作用，未来的研

究可以从神经科学的角度，进一步探究人-AI 的共情

理解、信任发展等交互过程的神经生理机制。

4　结语

本研究从初始期望、过程体验和期望确认三重

视角探讨了人 -AI 心理咨询师信任关系的建构机

制。研究发现，机械属性、道德伦理与“黑箱”启发

式构成技术信任的基础，而智能体形态、拟人化与

交互行为线索则塑造过程信任体验。当前 ，以

ChatGPT、DeepSeek 为代表的生成式 AI 技术的快

速发展显著提升了人机交互的自然性与情感理解

水平［28］。交互界面的自然化有助于增强用户对 AI
技术效能的感知评估，而情感识别算法的迭代则部

分补偿了 AI 系统在心理共情维度的发展性局限。

但是，人-AI 信任仍面临能力误判与情感联结脆弱

的双重挑战，AI 的透明性不足与责任主体模糊性加

剧信任风险。针对这些问题，需着力构建可解释的

AI 系统，完善法律伦理框架，探索人-AI 心智模型

融合路径。通过提升 AI 的共情表达与情境适应能

力，强化人机协同的情感纽带，有望推动人-AI 信任

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为 AI 心理咨询的实践应用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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